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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於政策工具理論的研究文獻設計訪談題綱，運用質化套裝軟體MAXQDA分析訪談結果，嘗試回答政府在莫拉克風災災後所使用的政策工具為何，以及影響政府選擇政策工具因素等兩個問題。研究的結果發現，災後重建的混合性工具多半是在補助災民，自願性工具透過非政府組織協助災民重建，強制性工具則偏重於重建工作設定的標準，從災中的「地方決策，中央支援」轉變為災後「中央規畫，地方執行」；受制於中央的法令訂定和預算編列，永久屋基地是由誰來進行興建是由中央決定，地方政府的角色主要是在後續執行與非政府組織的賡續溝通。其次，影響政策工具選擇的因素包括標的團體、府(部)際關係、新聞媒體、政策工具的屬性、決策者個人因素、選舉因素等等，新聞媒體和社會輿論在災情報導和災後檢討與責任釐清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災害應變中心和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兩個單位在部際之間的溝通協調扮演關鍵的角色，重建會的管制權力愈大，部際關係的影響就會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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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臺灣位於西太平洋，地處歐亞大陸板塊及菲律賓海板塊的碰撞交界帶上，地質破碎且多斷層，加上氣溫高、濕度大、降雨量多而且集中(林俊全，2004: 9)；也因此，這些天然災害的災害防救與災後重建，都是政府必須正視而且應該要從中學習經驗和教訓的重要課題。由於臺灣在氣象上天災所造成的損失平均每年高達百億元以上，其中70%左右的災害是颱風所造成(吳瑞賢等人，2008: 4-9)，因此本文以2009年八月發生的莫拉克颱風做為政策個案，一方面是因為它是自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最慘重的災難，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各種天然災害當中，對台灣影響最大的是每年夏季都會侵襲台灣並造成生命財產損失的颱風(胡幼偉、陳嘉彰，2002；吳瑞賢等人，2008)。
面對天然災害所帶來慘重的災情以及應變處理和善後復原，美國的州長協會(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曾經在1970年代發展出預防(preparedness)、應對(response)、恢復(recovery)、以及減災(mitigation)的「防災四階段論」(趙永茂、左宜恩，2010: 17)
，與此異曲同工的則有劉孔中等人(2010)所提出「減災與整備階段」、「預警與應變階段」、以及「復原與重建階段」的三階段論，以及整合前兩者概念的趙鋼、黃德清(2010: 131-203)。對於災後重建的本文研究焦點，筆者是依據Sinha (2008)所定義的災後重建三階段
之劃分，以及災害防救法第36條所規定，為實施災後復原重建，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災害防救計畫，並鼓勵民間團體與企業協助辦理。回顧過去的研究文獻可以瞭解到，災後重建面臨到的政策問題層面很廣
，包括土地、資金、法令、居民共識很難凝聚等等。由於這些涉及到重建工作權責的歸屬、重建協調整合的機制、以及社區重建過程裡面的土地權歸屬和經費的支援，Wu and Lindell (2004)因而認為，廣義的災後重建除了強調災區的實質設施與建物的修復外，也隱含要恢復到可以接受但不必然是和災前相同的程度。
基於以上的研究背景，筆者擬以莫拉克風災結束後政府對於興建永久屋的災後重建做為政策個案，探討政府在風災過程所運用的政策工具類型以及影響政策工具選擇的因素，希望能夠做為未來災後重建經驗時的參考。
貳、莫拉克風災簡介
莫拉克颱風
在2009年8月6日至11日侵襲台灣，時間剛好是1959年史上最嚴重水患「八七水災」的50週年，由於颱風所引進的西南氣流形成高強度與長延時的降雨，光是8月7日與8日兩天就降下山區半年的平均雨量，大幅改寫了史上十大單日最大降雨記錄(陳宣安，2009：38)，造成台灣西南部的慘重災情，該次風災也是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最嚴重的一次天災。若依照中央氣象局所發布與解除陸上以及海上警報的時間來看，莫拉克颱風侵襲台灣的時間共有五天，初期主要降雨區域集中在北台灣地區，但自暴風圈開始接觸台灣本島後，中南部山區成為主要降水區，8月6日的主要降雨集中在北部，7日之後北部雨勢漸歇，南投以南的山區開始下豪雨，使得南部地區的累積雨量反而高於颱風中心經過的地區(李維森等人，2010：31)。颱風在南部的主要降雨是集中在7日到9日這三天(陳抄美、盧淑華，2010：14)，所累積降雨量的前三大是屏東縣三地門鄉尾寮山雨量站2888mm、嘉義縣竹崎鄉奮起湖雨量站2796mm以及高雄縣桃源鄉御油山雨量站2792mm (商業週刊莫拉克風災一週年紀實，2010: 15)。
事實上，在8月7日莫拉克直撲台灣之後，就已經引起新聞媒體的高度重視。「值得注意的是，莫拉克越接近台灣陸地，速度卻不斷減緩，就颱風歷史經驗分析，這種行進模式對台灣陸地將更具破壞力。五十年前的今天，台灣同樣遇上颱風，同樣引進強大的西南氣流，巨大的降雨量及山洪暴發的影響，發生導致六百多人死亡、十三萬多公頃農田受損的八七水災。」(劉力仁等人，2009/08/07)。後來的事實證明，颱風帶來的豪雨造成災情不斷的擴大，是近十年來所罕見的情況，聯合報在8月9日的頭版就以半個版面的照片和斗大的粗體字標題寫出: 「3萬人受困 4死9失蹤 水淹南台 50年最慘」(陳崑福等人，2009/08/09)。平面媒體在8月10日還有報導連絡高雄縣屏東縣的雙園大橋被水沖斷，有小客車墜入湍急的溪水，當天台東縣知本鄉的金帥飯店在電子媒體的即時報導下，全國民眾眼睜睜的看到金帥飯店被衝垮，新聞的畫面一再的在電視上重覆播出，也引起馬英九總對於氣象局預報不準而提出嚴厲的批評。
風災發生之初期，因為大規模的災害發生，對於災情掌握的不明確，造成救災工作的延遲，「一一九求救專線電話，遭民眾大量求救電話瞬間癱瘓報案系統，連中央救災應變中心打過去也接不通，導致災情無法及時掌控，嚴重拖垮救災速度及應變能力」(潘杏惠、朱梅芳，2009/8/10)，因此救災初期出現中央與地方政府因為延誤救災而出現互槓的現象(中國時報社論，2009/8/11)。在動員救災方面，有人提出由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的意見，但馬英九總統認為九年前已通過《災害防救法》，相關條文比緊急命令更完備，足夠因應救災防災的需求(羅暐智等人，2009/8/13)。在尋求外援方面，則是發生外交部在8月11日發出電報訓令各外館轉達駐在國，「我國目前暫時不需救援物資和救難隊」的事情發生(江慧真等人，2009/8/14)，因而引發爭議。而在國軍的救援行動方面，也有地方政府質疑軍方救援太慢，像是屏東縣副縣長就說，「國軍救援慢，兩度請求支援都沒有動靜」(陳崑福、劉星君，2009/8/9)。
當蘋果日報在8月11日頭版以全版的篇幅、更為斗大的標題配合驚人受災慘況的巨幅照片: 「慘 小林村沒了 恐埋600人」(蘋果日報都會中心，2009/08/11)，以及同一天聯合報頭版圖文並陳「甲仙鄉小林村 600人恐活埋 滅村大搶救」(王紀青等人，2009/08/11)的時候，也造成當時輿論一片譁然，社會各界都強烈指責政府的救災工作沒有做好。在颱風過境後的第一週，各大報經常出現許多重大災情的報導，像是以下這則讓人觸目驚心的報導: 「『世界末日到了！』八日下午近五時，在小林村遭滅村前一刻，旗山溪上游的那瑪夏民族村突傳巨響，瞬間山崩地裂，一至三鄰整排住家慘遭滅頂，十秒鐘迅速活埋二十五人…」(陳文嬋等人，2009/08/15)。
水災的為害到了颱風過境後的第二週都並未稍減，就算是救災工作持續的進行，許多受災地區仍是滿目瘡痍，而災民的不滿也形成政府沈重的政治壓力。於是在這種壓力之下，馬英九總統在8月18日親自率領副總統、行政院副院長、國防部部長、交通部部長等中央行政首長召開中外記者會: 「(馬總統)他一開始就90度鞠躬道歉，時間足足7秒，另四度口頭道歉。馬宣布將提升救災層級，成立災害防救署取代消防署，並提100億元採購救難直昇機，同時將追究失職官員，『究責時間不會晚過9月初』」(蘋果日報綜合報導，2009/08/19)。
其實即使到了8月下旬，對於災情的相關報導還是佔據著許多平面媒體的重要版面，其中包括以下這兩則在地質方面的質疑、討論、以及建議:「對於越域引水所導致的坡地災害，綠色協會總幹事魯台營說，桃源鄉、那瑪夏鄉地質本就脆弱，加上附近有荖濃、高中、旗山三大斷層帶，越域引水的炸藥威力，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極具破壞力的地層擾動，在產生裂縫之後，山區含水量一達飽和，承受不了水重量的山坡地，就崩垮了…」(郭芳綺等人，2009/08/20)；「台大多位學者昨則召開『從莫拉克風災看國土保育和國土規畫問題』論壇呼籲，目前台灣只針對可能發生土石流的河段進行監測，但這次風災，小林村、太麻里因上游先山崩形成堰塞湖，造成更大土石流，未來土石流應採全流域監測，及早預警，讓下游民眾爭取更多逃命時間；政府也須建立斷橋預警系統，並將雨量納入颱風等級劃分」(劉力仁等人，2009/08/22)。

當時其他方面的討論還包括災後的重建要不要在原地重建，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原住民生存權與文化保存等議題: 「西拉雅部落小林村在八八水災中遭到滅村，重建之路迢遙，小林平埔文化重建委員會表示，小林重建將規劃為平埔文化特色的生態社區，中研院民族所昨天釋出二千張小林村相片，有助家園及文化重建」(謝文華等人，2009/08/19)。此外，「八八水災重創南部原住民部落，遷村之議立刻浮現，原住民立委陳瑩說，台灣氣候和水文條件已與幾十年前不同，政府應通盤思索遷村政策，但前提是要取得部落居民共識…」(林嘉琪等人，2009/08/16)。
綜合以上所言，前述諸多政策議題的密切討論以及後續災後整建的相關事宜，在一年之後都還沒有完全塵埃落定，但政府高層對於颱風這種季節性的災害預防已經不敢掉以輕心。在莫拉克風災即將屆滿三年的前夕，以災難發生當時做為探討政策工具的分析個案，實具有政策管理實務上的重要意義。
參、政策工具與影響工具選擇的因素

從美國學者Lowi (1964, 1972)提出政策歸類的觀點，Pressman and Wildavsky (1973)、Bardach (1977)、以及Lipsky (1980)等政策執行(policy implementation)經典著作問世之後，近年來儘管愈來愈少著作是以政策執行為名(Hill and Hupe, 2002; Satren, 2005)，但卻有愈來愈多的研究文獻豐富了政策執行的內涵，從政策設計(design)和政策工具(instrument)層面探討的著作更加深加廣了政策執行研究的格局視野。不同學者使用政策工具的英文名稱也不盡相同，無論是tools或是instrument，都沒有影響到學術上的討論。本節分為兩部分，首先是定義、類型、工具類型，以及影響政策工具選擇的文獻回顧，其次則是對於研究概念的重要評述。
歐美學界人士對於政策工具的相關研究文獻有很多，無論是定義、類型、或是可資運用的工具，茲簡述如下。首先，提出定義的歐美學者像是Linder and Peters (1989: 35)、Howlett (1991: 2)、以及Salamon (2002a: 19)等等，從「是為了達成目的之權威性選擇」(Elmore, 1987: 17)、「是政策設計的要素」(Schneider and Ingram, 1997: 93)、或是「試圖確保支持與成效或是防止社會變遷」(Bemelmans-Videc et al., 1998: 21)。這個被Salamon (1981)稱之為公共管理理論與實務「遺失的環節」(missing link)，在1990年代之後受到國內學界人士的重視，施能傑(1987: 24-31, 1991: 32-39)、林水波(1999: 213)、林水波、王崇斌(1999: 175-202)、吳定(2003: 274)、余致力等人(2008: 14)都有提出重要的定義觀點，像是「政策工具有多元性和價值偏好的本質」(施能傑，1999: 10)、或是「一項經過系統性思考的有目的之行動」(李允傑、丘昌泰，2009: 130)。一言以敝之，政策工具其實就是Salamon and Lund (1989: 29)所說的，「政府達成政策目標的一種方法」。
在政策類型/分類方面，O’Hare (1989: 670)以是否貨幣性質和直接或間接介入做為分類的標準
，Howlett (2011)的歸類則是組織型、權威型、財務型、以及訊息基礎型(information-based)的政策執行工具。對於本文而言，更重要的是Hood (1974)和Bemelmans-Videc et al. (1998)的歸類，Hood (1974; 1986: 124-125)、Hood and Margetts (2007: 4)和Howlett et al. (2009: 116)的基本類型是基於「節點-權威-財政-組織」的所謂NATO (Howlett and Ramesh, 1993: 9)，這些政府不論是探索性工具或影響性工具都需要的四項資源(Peters, 2005: 74)，他們所謂節點(nodality)指的是資訊(information)和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歐洲學者Bemelmans-Videc et al. (1998: 30-31)是以「蘿蔔-棒子-訓誡」(carrots-sticks-sermons)的方式進行歸類，他們提出的是管制(regulation)、補助(subsidies)或是經濟手段(economic means)
、以及訊息(information)三種類型的政策工具。
而更精細的歸類還有Howlett and Ramesh (1995)和Howlett (2005: 39)廣被應用的政策工具光譜圖，他們是由國家供應的程度的角度區分為自願性、混合性、以及強制性總共10種的政策工具，以及Salamon (2002b: vii)所提出直接性與間接性總共13種的公共行動工具，以上學者的歸類內容如表一所示。
表1
 政策工具分類表

	學者
	政策工具的類別

	McDonnell and Elmore 

(1987)
	「命令」、「誘因」、「能力建立」、「系統變遷」四種類型

	O’Hare

 (1989)
	「製造」、「購買」、「迫使」、「禁止」、「稅」、「補助」、「通知」、「呼籲」八種類型

	Schneider and Ingram

 (1990)
	「權威性工具」、「誘因性工具」(誘因、收費、制裁、武力)、「能力性工具」、「象徵性和勸告性工具」、以及「學習性工具」共五種類型

	Howlett and Ramesh

 (1995a, 1995b)
	依國家供應商品與服務的程度區分為「自願性工具」(家庭與社區、自願性組織、市場)；「混合性工具」(資訊與勸戒、補助、財產權的拍賣、徵稅或使用者付費)；「強制性工具」(管制、公營企業、與直接提供條款)，三種類型

	Salamon

 (2002a)
	分為「直接性工具」(直接政府、公營企業、經濟管制、公共資訊、直接貸款)；與「間接性工具」(社會性管制、契約、貸款保證、補助、稅務支出、費用和收費、保險、侵權法、抵用卷、政府資助企業)

	Hood and Margetts 

(2007)
	「節點」(資訊收集與發布、建議與勸告、廣告、委託與諮詢；「職權」(命令與控制的管制、自我管制、標準設定與委託管制、諮詢委員會和協商；「財政」(補助與貸款、使用者付費、稅務和稅收支出、以及利益團體的創立與資金)；「組織」(直接提供商品與服務與國營企業、使用家庭、志願性組織、以及創建市場、政府再造)

	李允傑、丘昌泰 

(2009)
	從非強制到強制的光譜可分為十二類：「市場與經濟誘因」、「保險計畫」、「自我管制」、「徵收費用與賦稅」、「教育、資訊揭露與傳播媒體」、「定期報告」、「執照核發」、「許可證制度」、「標準設定」、「處罰」、「檢查」、「行政裁決」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或許正由於政策工具不但有目的性，而且是經過權威性選擇的政策設計要素，因此就必須思考兩件事情: 它對於方案施行成功有重要的效果(Salamon, 2001)，以及政治和社會經濟環境會影響到政府對特定政策工具的抉擇和施行時的政策能量(Peters, 2005: 73-74)。在政府採用政策工具以因應特定事件發生的時候，不只要考慮到民眾的需求和期盼，也要衡量本身擁有資源的多寡，工具的抉擇是在複雜的政治系絡之內完成(Hood, 1983; Woodside, 1986; Bressers and Klok, 1988; Knoepfel et al., 2007; Howlett, 2011)。在政治環境裡面選擇的政策工具就如同Salamon (2002a: 21)所說多元的政策工具頗為複雜，會根據不同的政策問題而形成不同的工具組合，林水波(1999：231)因為認為決策者對於政策工具的選擇和運用會受到結構性與非結構性的因素所影響和制約。或許是因為如此，Bressers (1998: 85)就指出，政策工具的選用很少是建立在可執行性(implementability)和效能性(effectiveness)的基礎上，不同的政策領域往往傾向選擇使用自己「最喜愛的」政策工具類型，而且結構和文化的觀點也會影響到工具的選用
。
一、影響政策工具選擇的因素


回顧國外學者對於選擇政策工具因素的相關論述，主要有Linder and Peters (1989)、Bressers (1998)、Kraan (1998)、Schneider and Ingram (1997)、Peters (2002)、Howlett et al. (2009)、以及國內學者林水波(1999) 等學者所提出的影響政策工具選擇的因素。由表二可以發現不同的學者對於工具選擇的觀點看法並不一致，Linder and Peters (1989)、林水波(1999)、以及Peters (2002)從政治學的觀點，Kraan (1998)從公共選擇的觀點，而Bressers (1998)則是從政策網絡的角度探討政策工具的選擇。以下從「誰影響」、「組織和環境系絡」、以及「其他重要影響因素」論述如下。
表2 政策工具選擇因素表
	Linder and Peters (1989)
	將影響因素可分為，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屬性(資源密集度、目標、政治風險、以及約束)、系絡(系統系絡與組織系絡)、以及政策工具的使用者與提供者

	Bressers

(1998)
	以政策網絡中相互關聯度與凝聚力的強度來分析政策工具的選擇

	Kraan

(1998)
	政治人物在歧視性財政福利中的利益、行政機關在機構預算中的利益

	Schneider and Ingram

(1997)
	將標的團體分為優勢者、競爭者、依賴者、與偏離者，另外在加上傳遞利益與給予責任這兩個觀點來探討政府對於上述四的團體所選擇的工具

	林水波(1999)
	一般因素(歷史時期、政治文化、政策風格、政治過程)、政府部門因素(政府能力、資源)、社會因素(標的團體的特性、印象、社會分歧程度)、以及決策者個人因素(過去經驗、主觀偏好)

	Peters

(2002)
	利益、觀念、個人、制度、以及國際環境

	Howlett, Ramesh and Perl

(2009)
	以政府能力的高低，以及政策參與者的規模與複雜程度，這兩面向來探討政府工具的選擇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對於「誰」影響政策工具的問題，有些學者從決策者的自身利益與經驗探討(Linder and Peters, 1989; Kraan, 1998; 林水波，1999; Peters, 2002)，Kraan (1998)和Peters (2002)都認為決策者會基於本身的利益去選擇政策工具，Linder and Peters (1989)與林水波(1999)則認為個人的特質、過去經驗與主觀偏好都會影響他們選擇的工具。有些學者是以標的團體的角度來探討政策工具的選擇(Bressers, 1998; Schneider and Ingram, 1997; Howlett et al., 2009)，彼此的觀點卻未必相同，Schneider and Ingram (1997)以標的團體為探討的對象，認為決策者會因為標的團體的不同性質而採用不同的工具，Bressers (1998)和Howlett et al. (2009)都採用兩個面向的分析，Bressers (1998)是以標的團體內部的相互關聯性高低與其對目標的凝聚程度強弱進行探討，Howlett et al. (2009)則強調標的團體本身的複雜程度和政府本身是否具有影響能力。
再者，從組織和環境系絡而言，公共組織與其型塑出來的制度本身有自己的價值偏好，因此通常會選擇熟悉的政策工具(Linder and Peters, 1989; Peters, 2002)，這可以分為兩個方面。在國家決策風格(national policy style)方面，各國社會文化的不同會影響到政府機關對於政策工具的選擇(Richardson, 1984)。而在歷史因素方面，則可能受到當時國內的風氣氛圍影響，如果是偏好小政府，則政策工具的選擇就多半會採用誘因型和市場型的工具(林水波，1999)，從這個角度來說，Krann (1998: 107-109)認為行政機關至少有一部分動機是來自於他們機構所能獲得的預算支持，無疑是有它的重要性。當政府不具備人力、技術、專業知識等充分的能力解決問題時，就會限制政策工具的選擇範圍；而當政府所掌握的資源豐富時，便可能由政府直接提供服務，反之則可能轉移給私人或市場提供，以減輕政府的負擔。
最後，比較特別的是Linder and Peters (1989)針對政策工具本身進行探討，他們認為政策工具的屬性，包括資源密集度、目標、政治風險、與約束等會影響到工具的選擇，也就是說，工具的本身有其侷限性，所以會影響到工具的抉擇。此外，林水波(1999：231)還將影響決策者選擇工具的因素歸納有四: 一般因素、政府部門因素、社會因素、以及決策者的個人因素。值得一提的是，決策者採用某一政策工具會受到過去相同問題或類似問題所採取的政策工具、或過去所受專業訓練的影響(Linder and Peters, 1989: 50)，當過去所使用工具產生相當的效果，決策者可能再採用，否則就可能會被排除在抉擇之外。另外，因為決策者有不同的社會或教育背景，本身的信仰和價值觀也因而會影響他選擇與其偏好一致的政策工具(林水波，1999：235)。
二、文獻的評述
傳統公共政策研究必須回答一個問題(Dye, 1976)，那就是政策執行的產出(output)就是政策具體可行(at its most operational level)(Winter, 1990: 20-21;  2006: 164)，而政策設計和執行過程則是成功執行的起因(causes)，而最後的成果(outcome)則是執行的結果(consequences)。誠如Birkland (2005: 173)所說，愈是強制性的政策，愈可能被順服，同時也會需要愈多的資源投入。Hood (2008: 474-478)曾經總結過去數十年的研究文獻後提出機構(instruments-as-institutions)、政治(politics-of-instruments)、以及傳統(technology-free)等三個工具類型的主要途徑，這樣的宏觀視野基本上可以總結本節的理論文獻回顧。
對於不同的政策工具類型有什麼特性值得採用，Levine et al. (1990)和Birkland (2005: 177)曾提出九個重要的特性: 確定性(certainty)、省時性(timeliness)、低成本(less cost)、效率性、效能性、彈性(flexibility)、能見度(visibility)、課責性(accountability)、以及選擇性(choice)。在他們所整理出來政策工具和九個特性的對照表裡面，多元政策工具所具備比較多的特性主要是: 行政程序和標的群體順服的確定性，更低的政策工具成本，政策或方案廣為人知、有時候甚至是重要政策目標的政策能見度，以及政策本身所提供能讓民眾選擇的程度。在實際應用到政策個案分析的時候，這些特性甚至有可能因政策議題的性質而呈現出不同的重要性，這也是本文後續實證研究所希望探討的課題。
肆、研究設計與初步分析

本節擬針對研究設計、訪談題綱、以及訪談分析三個方面進行說明，然後再提出初步的質化軟體分析結果。
一、研究設計與說明
在研究設計方面，本文深度訪談的前測是在2011年六月和七月進行，對象包括自然資源管理與公共政策學術專長的兩位學界人士，一位消防專業的直轄市政府官員，以及一位建築專業的非政府組織人士。他們給本研究的回饋從文字措詞和問題內容的適當性，到對於災後重建過程聚焦於永久屋的興建，多元的意見和建議對於研究問題的探討有莫大的助益。根據前測訪談的結果，歸納出受訪人士針對「政府採用那些政策工具」和「影響工具選擇的重要因素」所提及的次數，大致有兩個層面: 首先，主要關鍵字是自願性、混合性與強制性工具，次級關鍵字則有家庭與社區、自願性組織、誘因與補貼、契約與協商、管制性工具、政府直接提供服務、命令與權威性工具等等。其次，影響政府選擇工具的因素則有決策者、府際關係、政策工具的屬性等。基於前述主要關鍵字修訂和研擬訪談題綱後，正式的訪談進行從2011年八月開始到九月底結束，受訪人士共有十位，包括中央政府官員兩人，地方政府官員一人，災民代表兩人，非政府組織人士兩人，專家學者兩人，以及媒體記者一人。

在訪談題綱方面，基於前測結果所歸納出來的重要關鍵字進行研擬的正式訪談題綱如下。受訪人士共同被問的問題有如下三個: 「請問您認為政府在莫拉克風災的災前、災中與災後採取了哪些政策措施」；「請問您認為政府在選擇工具或方法時必須考量哪些因素」；以及「您認為府際和部際之間的互動如何影響災後對於永久屋興建的政策」。而個別的訪談題目則詢問政府官員「在重建過程當中，永久屋的興建有許多都是和非政府組織進行合作，採取此方式的原因為何」，詢問非政府組織人士「災後重建過程裡面和政府的合作狀況如何」，還有詢問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對受災戶採取補助或強制的方式利弊得失如何」，而受災民眾代表則被問到「對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合作進行災後永久屋興建的看法如何」。
在訪談分析方面，為了進一步釐清受訪人士的訪談內容和所要探討影響政策工具選擇因素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採用質化資料分析MAXQDA軟體，MAXQDA 2007是Verbi Sofeware公司的產品(張奕華、許正妹，2010：15-16)，可以為混合方法研究提供一系列的資料，軟體的介面是英文，但仍可分析含中文在內的多種語言(張奕華、許正妹，2010：171-228)，本研究採用該軟體協助進行質化資料的分析和訪談文本的詮釋。筆者參考Strauss and Cobin (1998)、陳恆鈞、梁瑋倩(2009: 109-113)、以及江明修、朱斌妤、黃靖芳(2011)等國內外運用MAXQDA軟體研究文獻的分析步驟如下: 錄音和資料繕寫，以及編碼、為段落編碼命名、整併段落編碼和發展出類目並加以命名、形成主題類目和核心主題。其中，登錄的程序包括開放登錄、成軸登錄(axial coding)、以及選擇登錄(selective coding)，而分析的方式則是採取準統計式的分析，本質上是屬於內容分析法。
因此，具體的使用步驟是筆者將訪談結果整理成為逐字稿，將檔案轉成PTF的格式，然後載入MAXQDA軟體進行編碼分析，以避免分析時的主觀詮釋。發展譯碼是筆者自主(user-controlled)的過程，並不是該軟體自動處理，筆者利用該軟體的譯碼系統建立譯碼與次級譯碼，以檢視此次風災的過程當中，政府在災前、災後與災後所使用各項政策工具的種類比重，以及對於影響工具選擇因素的各項比重，然後再透過軟體分析獲得譯碼矩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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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災後政策工具使用譯碼矩陣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而MAXQDA的視覺化工具則能將筆者所進行的編碼轉換成視覺化圖型，包括譯碼矩陣瀏覽器(code-Matrix browser)、譯碼關係瀏覽器(code-relations browser)、文本對照圖(text comparison chart)，這三種不同類型的跨個案視覺化工具(張奕華、許正妹，2010：206)，在此，筆者主要是採取譯碼矩陣圖來呈現個案的分析，如圖一所示。如圖最上方的代碼所示，中央政府以「C」表示，地方政府以「L」表示，災民代表以「R」表示，非政府組織以「N」表示，專家學者與媒體則都是以「S」表示。圖內的每一個點表示受訪人士有提到左方陳列的政策工具項目，例如自願性工具類型裡面被提到最多次的是自願性組織，強制性工具類型被提到最多次的是管制類工具，這樣的譯碼矩陣圖可以另一種更明確的方式呈現，如表三所示。
表3  災後政策工具使用譯碼次數表
	類型
	工具項目/受訪代碼
	C1
	C2
	L1
	S1
	S2
	S3
	R1
	R2
	N1
	N2
	總計

	自願性
	家庭與社區
	-
	-
	-
	-
	-
	-
	-
	2
	-
	-
	2

	
	自願性組織
	1
	-
	2
	3
	1
	2
	2
	4
	2
	3
	20

	
	市場
	-
	-
	-
	-
	-
	-
	-
	-
	-
	-
	-

	
	保險計畫
	-
	-
	-
	-
	-
	-
	-
	-
	-
	-
	-

	
	委託
	-
	-
	-
	-
	-
	-
	-
	-
	-
	-
	-

	混合性
	教育與資訊、勸戒
	2
	1
	-
	-
	-
	-
	-
	-
	-
	-
	3

	
	能力建立與學習性
	-
	-
	-
	-
	-
	-
	1
	-
	-
	-
	1

	
	誘因與補貼性
	-
	-
	2
	-
	-
	-
	1
	2
	-
	-
	5

	
	契約與協商
	-
	-
	-
	-
	-
	-
	-
	1
	-
	3
	4

	
	財產權拍賣
	-
	-
	-
	-
	-
	-
	-
	-
	-
	-
	-

	
	稅類
	-
	-
	-
	-
	-
	-
	-
	-
	-
	-
	-

	強制性
	管制類
	1
	-
	5
	2
	-
	-
	1
	-
	1
	5
	15

	
	處罰類
	-
	-
	-
	-
	-
	-
	-
	-
	-
	-
	-

	
	公營企業
	-
	-
	-
	-
	-
	-
	-
	-
	-
	-
	-

	
	政府直接提供服務
	2
	-
	3
	-
	-
	-
	-
	1
	-
	-
	6

	
	命令與權威性
	-
	-
	1
	-
	-
	-
	-
	1
	-
	-
	2

	
	系統變遷
	1
	1
	-
	-
	-
	1
	-
	1
	1
	-
	5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二、初步結果的分析
首先，在災後自願性政策工具的運用方面，除了中央政府官員C2之外，其他受訪人士者都有提到自願性組織的運用。然而，透過一位重建協會的受災代表R2的訪談可以瞭解到，在家庭與社區的使用方面，災民並非只是單一的接受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協助而已，災民也會自力救濟，透過填寫企劃的方式，去向各個單位申請經費、資源，而這些單位不只包含政府部門，還包括了非政府組織等等的。因此就災後的重建工作而言，當地居民自發性的參與也是相當重要的。
絕大多數受訪人士者都有提到的是自願性組織投入災後的重建，如同學者專家S3所言，很多大型的非政府組織很深度的參與災後的重建，特別是在「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災、離鄉不離遠」的大原則下，由政府提供土地和必要的公共設施，由民間非政府組織團體來協助災民興建永久屋的合作模式。而從中央政府的C1、重建聯盟的R1、以及非政府組織的N1和N2等受訪人士的訪談可以清楚的瞭解到，災後重建當中對於災民永久屋的興建，主要是先由政府尋找地點，再由非政府組織來出資興建。因此包含了紅十字會、慈濟基金會、世界展望會、張榮發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都協助災民進行興建永久屋。而災民的居住除了永久屋的興建之外，有些地區是先採取組合屋的興建，而這一部分也是由非政府組織來進行協助。
事實上，非政府組織除了協助災民居住地組合屋、永久屋的興建之外，還有其它的協助，像是生活的重建、產業的重建、學校的重建等等。例如: 「因為民間捐款也很多，……用起來比較靈活，所以他有的就用到永久屋上面，有的就用到幫忙援建學校，或是生活救濟」(S1)。
其次，在災後混合性政策工具的運用方面，包含教育與資訊、勸戒、能力建立與學習性工具、誘因與補貼性、以及契約協商。就教育與資訊、勸戒來說，災後在疏散撤離上加強了，村里長的責任，透過教育的方式，讓村里長瞭解疏散撤離是屬於他們工作範圍。另外水利署也發展防汛志工，透過志工的通知撤離，能避免危險的發生。就誘因與補貼而言，從災民代表的訪談可以知道，政府有提供像是安遷費和日常生活補助的補助性措施，同時還提供相關的臨時工作，像是有勞委會開辦的八八臨工專案等等。
再者，政府對於災民的家園重建則是提出「多元優惠安家方案」，例如災區民眾房屋遭毀或全倒，就可以選擇購屋、自建、發放租金或組合屋等等的方式；地方政府的受訪人士L1就提到對於災民房屋補助的措施，除了永久屋之外，災民也可以選擇貸款補貼或政府所提供的優惠價格的國宅給予購買。而對於劃定為特定區域的土地，L1還指出，政府採取的是比較偏向補償的方式，如果災民認為需要由政府來進行徵收，政府才去進行，否則政府不會主動採取徵收的行動。另外，就契約和與協商的運用而言，災民代表R2和非政府組織受訪人士N2都有提到，永久屋基地的選定是要和災民進行協調溝通，當雙方達成共識後才交由非政府組織進行興建的作業。然而比較特別的是，「紅十字會一開始跟高雄縣政府簽訂協議書，準備建立至少超過200戶的臨時住宅。然後我們也正式做了，也跟營建署一起搭配」(N2)；「政府並沒有提供一個非常好的政策說明，即便他們做了幾百場」(N2)。
最後，在災後強制性政策工具的運用方面，管制類還可以分為法律和設定標準，以法律來說，就如同重建聯盟的災民代表R1所言，「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除排掉一些既有的限制，可以縮減時間的成本或是經費上的限制, 「比如說重建條例它排除了中央對地方補助的上限」(地方政府人士L1)。而且在特別條例制訂後，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能夠成立專門從事重建工作的組織機構，並進行資源的整合和內部的分工，將重建計畫分為產業、基礎建設、以及家園社區與生活的重建。更重要的還有學者專家S1所強調，1200億額度特別預算的編列，法律的制訂使組織和預算取得於法有據的正當性。而就設定標準而言，主要是對永久屋基地的選定和災民入住資格的標準設定，L1就提到，「中央在設定永久屋入住的資格」。而且政府在進行永久屋基地的開標作業的同時，也在進行資格的審查，「村民所擁有的坪數由中央來訂定的。所以中央一開始訂定的是14坪、28坪和34坪，這三種房型是中央政府訂定下來的」(非政府組織人士N2)。
在災後政府直接提供服務上，永久屋的興建方式是「民間出資，政府找地」，而且永久屋的週邊設施像是道路、通信、水電也是由政府興建。而對於永久屋產業的規劃，地方政府人士L1就表示，「政府安置居民在永久屋之後，在這裡面我們就做了很多產業設施。像在杉林大愛村我們會開發商業設施，裡面有旅遊資訊中心跟便利商店，也可能是外面的來做商店。然後也在裡面為原住民營造一個原住民文化公園」。對於政府直接提供的服務，中央政府受訪人士C1也強調，不同部門在災後重建上都有他們必須執行的工作，像是環保署就必須去處理災後的廢棄物，以避免汙染的發生。另外在命令與權威的強制性工具使用上，重建協會災民代表R2就提到，當時因為與地方政府有永久屋與組合屋的爭議，因此就請中央單位的高層下來南部，其組合屋的興建也由於中央首長的同意就開始進行興建，「那時(筆者按: 時任內政部長)廖了以答應下來，……，答應說，不然我們就看那一塊地，看完之後，我們說OK，他也說OK，就開始著手進行先蓋組合屋」。
伍、研究問題的討論與探索

本節基於前述初步結果的分析，擬更進一步回答本文的兩個研究問題: 政府在莫拉克風災災後所使用的政策工具為何，以及影響政策工具選擇的因素有哪些。

一、使用什麼政策工具

首先，政策工具使用的種類是隨著風災的發生、救災以及善後，使用的是越來越多。如表四所示，政府在災前使用的政策工具偏向「混合性」與「強制性」，主要是進行減災和整備的工作。災中則是以「強制性工具」為主，「自願性工具」為輔，政府動員人力和資源進行救災、撤離、以及安置的行動，同時透過自願性組織的協助來完成災民安置的作業。最後，在災後重建時期三種政策工具的類型都有使用到，政府使用強制性工具是針對各種標準的設定，混合性工具多半是在補助災民處理後續生活相關事宜，而自願性工具則是透過非政府組織來幫助災民進行繁雜的災後重建事務。
表4  莫拉克風災政策工具使用整理表*
	政策工具
	災前
	災中
	災後

	自願性工具
	家庭與社區
	
	
	
	(
	
	(

	
	自願性組織
	
	(
	(
	(
	(
	(

	
	市場
	
	
	
	
	
	

	
	自我管制
	
	
	
	
	
	

	
	保險計畫工具
	
	
	
	
	
	

	
	委託
	
	
	(
	
	(
	

	混合性工具
	教育與資訊、勸戒
	(
	(
	
	(
	(
	(

	
	能力建立與學習性
	
	(
	
	
	(
	(

	
	誘因與補貼性
	
	
	(
	(
	(
	(

	
	契約與協商
	
	
	(
	(
	(
	(

	
	財產權的拍賣
	
	
	
	
	
	

	
	稅務類
	
	
	
	
	(
	

	強制性工具
	管制類
	(
	(
	(
	(
	(
	(

	
	處罰類的
	
	
	
	
	
	

	
	公營企業
	
	
	
	
	
	

	
	政府直接提供服務
	
	(
	
	(
	(
	(

	
	命令與權威性
	(
	
	(
	(
	(
	(

	
	系統變遷
	
	
	
	
	
	(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說明: 在文獻分析所提到的政策工具則以「(」表示，而若是在深度訪談分析所提到得則以「(」來表示；本表可以看出，研究文獻的歸納和實際訪談的整理，呈現頗高程度的吻合。
強制性政策工具在不同階段的使用是比較平均，主要是因為政府在標準設定和管制性措施的作為使然。混合性工具的使用則隨著風災發生後，使用的類型愈來愈多，主要是因為有些類型的工具在風災發生前並不需要使用，隨著災情的擴大延續，政府必須採取各種補助性措施，從而使得混合工具的使用趨於多元。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從災前、災中到災後復原的階段，「自願性組織」介入的程度愈來愈深廣，同時政府透過公私協力，規避許多政府法令和經費預算的限制，使得重建能更有效率，這些包括災中以營區做為中期安置作業的地點，以及災後永久屋和組合屋的興建等方面。更何況，重建聯盟災民代表的R1還認為，非政府組織比較能夠瞭解災民的需求，政府因而在災後重建的許多方面都是透過委託非政府組織來進行。
就政策工具的對象來看，強制性工具使用的面向偏重於政府組織內部，包括災中階段的救災動員行動和在災後關於重建組織與特別預算的擬訂，還有災後對危險區域或安全堪虞等地區的劃分、永久屋基地的選定等等，都是由政府主導。對於災民來講，政府採取的強制性工具主要是對災民的安置和撤離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學者專家的受訪人士C1、L1、以及S1都提到，政府對災民很難採取強制性的作為，中央政府受訪人士C2和學者S3則強調，撤離等強制性的作為是政府必須要採取的政策作為。事實上，學者專家S1和S3就指出，政府對災民採用的政策工具偏重於混合性與自願性工具，特別是混合性工具的使用，包括對於災民的傷亡救助、生活補助、以及就業就學就醫的補助，還有資訊與教育的提供，能力的建立與學習等等。
二、影響政策工具選擇的因素
其次，如表五所示，標的團體被提及21次最多，其次是府(部)際關係18次，第三多的則是其它因素當中的媒體(16次)，其它有超過10次以上的還有政策工具屬性的15次、決策者個人因素的12次，資訊的11次、政治(選舉)因素的9次，以及環境因素的8次。在決策者個人因素方面，十位受訪人士裡面有七位提到這項因素，其中又以重建協會代表R2和非政府組織N1提及的次數(3次)最多，再者是N2所提到的次數(2次)。
表5  影響政策工具選擇因素譯碼次數表
	　
	C1
	C2
	L1
	S1
	S2
	S3
	R1
	R2
	N1
	N2
	總計

	決策者個人
	1
	1
	1
	-
	-
	1
	-
	3
	3
	2
	12

	標的團體
	1
	-
	2
	1
	2
	-
	4
	8
	-
	3
	21

	府(部)際關係
	1
	-
	2
	3
	-
	2
	2
	1
	2
	5
	18

	政策工具屬性
	5
	-
	3
	-
	-
	-
	1
	-
	2
	4
	15

	其它因素
	政策目的
	1
	-
	-
	-
	1
	-
	-
	-
	-
	-
	2

	
	媒體
	3
	2
	2
	-
	4
	-
	-
	-
	-
	5
	16

	
	政策問題的需求
	-
	-
	-
	-
	-
	1
	-
	-
	-
	-
	1

	
	資訊
	1
	1
	1
	-
	3
	1
	1
	1
	2
	-
	11

	
	地方政府
	-
	-
	2
	-
	-
	-
	-
	-
	-
	-
	2

	
	社會公益
	-
	-
	1
	-
	-
	-
	-
	-
	-
	-
	1

	
	法律(令)
	-
	-
	1
	1
	1
	-
	-
	-
	-
	1
	4

	
	時間
	1
	-
	1
	-
	-
	-
	-
	-
	1
	1
	4

	
	環境保育
	-
	-
	-
	-
	-
	-
	-
	-
	-
	1
	1

	
	過去經驗
	-
	-
	1
	-
	-
	-
	-
	-
	1
	1
	3

	
	政治(選舉)因素
	1
	-
	-
	1
	-
	-
	2
	-
	1
	4
	9

	
	環境因素
	-
	-
	3
	1
	2
	-
	-
	-
	-
	2
	8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儘管MAXQDA質性分析軟體的功能已經很精緻與有效(陳恆鈞、梁瑋倩，2009: 113)，但還是完全取代政策分析者的角色，特別是在研究主軸和選擇性的譯碼部分，電腦軟體的助益並不如相像中的那麼大。因此，筆者依據前述的訪談結果，基於永久屋興建政策的主軸，更進一步的從五個層面分析如下。
第一，「決策者對於政策理念的認同和支持至關重要」。就永久屋的政策決定而言，從初步形成到後續發展的過程所呈現的是流動性參與(fluid participation)影響政策的抉擇。非政府組織受訪人士N2就表示，從組合屋轉變到永久屋的政策是受到政府高層決策者主導的影響，而這當中的關鍵人士是當時的林中森次長，「是在劉院長任內裡面開始做這樣的轉變，也就是林中森，那個時候是次長，後來變成秘書長，在那個時候的主導下整個做了一個轉變」(N2)再者，永久屋政策的形成，除了非政府組織主動提出願意幫忙興建之外，決策者對於政策的認同也相當具有影響力。
從地方政府L1、學者專家S3、以及非政府組織N1等受訪人士的訪談可以發現，不論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決策者基本上都是偏向贊成為災民興建永久屋，所以這個政策是在民間願意出資協助興建，而且決策者也贊成的情況所決定的。
但在直接興建永久屋的政策當中，並非所有的地方人士都贊成直接興建永久屋。災民代表R2就強調，有些災民傾向先興建組合屋，之後再來興建永久屋，但是地方政府的決策者並不贊成這樣的作法，因此災民就改向中央政府的官員進行訴求的表達，因此最後是透過中央的決策者使得他們能夠先行興建組合屋。由此可知，決策者的不同對於政策工具的抉擇也有所差異，但當中央和地方政府決策者政策理念產生差異時，地方決策者可能會受制於中央的決定，「內政部長廖了以，那時候我直接找他。其實是因為縣長不答應要蓋組合屋，他說要蓋永久屋」(重建協會代表R2)。
第二，「地方政府的執行力更重要，莫拉克風災重建推動委員會如何被授權是部際關係的重要指標」。在府際關係方面，除了中央政府官員C2沒有提到外，其餘九位受訪人士的意見參半，來自重建聯盟和重建協會的災民代表對於政黨因素有影響力的意見比較一致，「會呀，那時候永久屋會拖這麼久就是這個原因呀」(R2)，「因為政黨本來各自理念就不一樣」(R1)，但其他相同類型的受訪人士之間的意見則比較分歧。中央和地方政府受訪人士的意見就不相同，地方政府的L2認為這是由於中央和地方對於重建事務的解讀不同，而不是政黨因素的干擾。學者專家S3指出，長期以來兩黨的互信關係並不好，所以救災互動和重建協調就產生很多僵局和磨擦，而S1認為理論上並不會有影響，但實際上可能會因為經費分配或是認可對方功勞(credit claiming)而產生隔閡。而從非政府組織的角度來看，兩位受訪人士意見不太一致，但他們都認為在重建事務上，地方政府的影響力大於政黨因素，N1甚至還說，因為更具有依賴的關係，中央與地方同政黨反而更不利、更消極。
在部際關係方面，不論是災前、災中或災後所涉及的部會都相當多元，災後的重建還更為複雜，所涉及的部門包含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教育部、原民會、文建會、農委會、勞委會。曾經深度參與九二一重建的學者S1表示，重建推動委員會的組織權力大小，會影響到政府對於不同部際之間的協調能力，「部會跟部會之間你當然要靠重建會協調，因為重建會應該要有尚方寶劍，要有權力、權責去處理部會之間。誰應該要來做，誰應該不來做，這是哪一個部會要負責，這應該由重建會負責」(S1)。例如在興建永久屋的週邊配套設施方面，地方政府受訪人士L1就強調重建推動委員會的重要性，「我以大愛村的商業設施為例，我們要做一個產業設施讓居民能夠在這裡生活，但是重建預算裡面經濟部沒有編這樣的錢，因為當初一開始災害的時候，安置基金裡面只希望安置居民，並沒有想到後續的產業這麼多，所以經濟部沒有編錢。但是內政部有編錢，所以重建會就去協調，我怎麼樣去做這樣子的解釋，讓內政部來付這筆錢的補助款是可以的」。
第三，「政策工具的經費、人力、技術、時間成本、以及可能的政治影響都會影響到政策工具的選擇」，這點符合Linder and Peters (1989: 47)所定義包括資源密集度、目標、政治風險、以及約束的觀察。由於「組合屋一棟的造價，大概是70、80萬，耐用性是幾年嘛，……。但是原則上它是使用2到3年就要拆掉，那80萬就浪費掉了」(地方政府L1)，也因此，「政府有預算、經費方面去考量，因為中繼屋只是短暫待的，又會浪費納稅人的錢等等，為了一勞永逸就直接蓋永久屋」(R1)。在技術的因素上，中央政府C1和非政府組織N1都認為，當工程技術能夠達到政策目標時，政府就會採取該項工具；N2以永久屋的例子來說明，因為慈濟提出一種新的技術可以讓永久屋在短期內就興建完成，「照當時的說法7天到14天就可以蓋起來……，那在這種情況下，那為什麼還要蓋臨時住宅」，而這也直接影響到政府做出直接興建永久屋的決策。
第四，「新聞媒體傳達資訊於政府和受災民眾之間，公開任何政府的政策措施作為，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制定」。風災當中除了一般的大眾媒體報導外，還包括網路世界所設置的像是「莫拉克新聞網」、「小地方新聞網」、「苦勞網」等等不同形式的網路媒體。透過媒體的報導可以吸引大眾的注意力，使得民眾高度關的同時，進而影響決策的選擇和施行。此外，災民除了透過大眾傳播媒體之外，也透過網路媒體來表達他們的意見，使政府能更瞭解災民的看法。對此，C1、C2、L1、S2、N2等不同類型的受訪人士都提到媒體對於政策的影響力，資深媒體記者的S2就提到媒體的報導可以提醒給政府所沒有注意到的問題，而且透過媒體也可以將政府的資訊傳達給災民知道，但也有受訪人士認為媒體也有負面的影響，主要原因來自媒體捕風捉影或誤導民眾的現象。
第五，「政治環境裡面的選舉因素、訊息提供、環境保護、以及過去類似的經驗等其他因素，對於政策工具的選擇也很重要」。除了災中期間災情狀況的資訊傳遞和需求衡量非常重要之外，非政府組織人士N1就提到由於資訊掌握不確實，所以政府在第一時間無法有效回應災變，此外包括C1、S1、R1、N1、N2等各類型受訪人士更提及政治因素， N2就認為，政府選擇興建永久屋政策是因為政治上干預的結果，「只考慮到說最快的情況下，也就是經濟的原則、政治的原則，最快的情況下讓村民能夠進住」。至於林水波(1999：235)和Linder and Peters (1989: 50)所強調的過去經驗和專業訓練，也被證實確實影響到興建永久屋的政策，地方政府L1和非政府組織的受訪人士N1就認為，政府興建永久屋的決策是受到九二一地震災後重建經驗的影響；因為在九二一震災時是採取先興建組合屋，但是當組合屋年限到期後，「有很多居民後來離不開組合屋，他也不到別的地方去住，就住在組合屋裡面八年、九年」(L1)，「九二一的時候最多是在四年之後，所有的東西都拆光光，…，沒有能力的人直到最後很辛苦…，他就是搬不走嘛」(N1)。此外在環境保護上，非政府組織的受訪人士N2表示，受到近年來提倡環保觀念的影響，政府希望在興建永久屋時能夠一併達到節能減碳、環境保護的政策目標，「永久住宅必須要，第一個要節能、減碳、環保，工期快，速度越快越好」(N2)。
陸、結論與建議
基於前述的分析與討論，本文的結論分為研究發現、政策建議、以及理論回饋三個方面。就研究發現而言，筆者原先認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決策對於政策工具的使用都有決定性的影響，然而研究結果發現，災中階段主要的主導者是地方政府，救災的工作是由地方政府負責指揮，中央政府偏重於協助和支援地方需求的角色；但是從安置的階段開始，中央和地方的角色就有所轉換，像是災民在營區安置是由中央政府所決定，並由中央尋求非政府組織和地方政府配合之下進行協助營區安置的作業。災後重建階段的主導者更是中央政府，「中央進行規劃，地方負責執行」。以永久屋的興建為例，永久屋的基地是由中央決定，地方政府的角色主要在後續的執行和非政府組織的賡續溝通而已，主要原因在於法令訂定和經費預算都受限於中央。
再者，部際關係因素的影響比較不明顯，原因在於災害應變中心和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這兩個臨時性的整合單位，在部際之間的溝通和協調有非常關鍵的角色。重建會的管制權力愈大，部際關係的影響就會愈低。此外，媒體因素及社會輿論對於工具的選擇和政策的推動也有相當的影響力。平面和電子新聞媒體對於災情迅速即時的密集報導所引發強大的輿論壓力，迫使政府不得不採取斷然的手段措施和政策作為，「第四權」的監督和新興網路媒體傳達的影音震撼和互動評議，也提供政府民意回饋的資訊，據以做為改善精進的方向與動力之來源。
就政策建議而言，文化差異、社會公益、以及非政府組織合作機制都是未來應努力的方向。第一，政府舉辦的說明會與座談會並不成功，原因在於受災民眾大多是原住民，永久屋的興建沒有考慮到文化差異和原住民對於祖靈地與安身立命的擇善固執(學者專家S2和非政府組織受訪人士N2)。N1和N2都還提到原住民不同部落之間的思維並不能以一般漢人的思考來解決，因為部落裡面除了村長外，還有很多小眾傳媒、不同的小眾組織或是協會，部落的長老、耆老、傳導師的意見領袖對於部落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所以政府在進行說明會或政策宣導時都應該邀請到所有的意見領袖。此外，學者專家S2認為政府舉辦說明會使用過多專業術語，並且缺乏族語翻譯的人員，而這些都不利於資訊的傳達和決策的制定與推動。
第二，地方政府L1和非政府組織受訪人士N1也提到對於災民無償提供永久屋有沒有考慮到社會公益與社會資源的問題。例如對災民的認定很寬鬆，並不是社會救濟式的住宅，只要你能夠證明你是受災戶就可以獲得永久屋，使得很多沒有迫切需求的人也可以分到一戶永久屋。無償提供永久屋產生資源的浪費，而應該考慮災民的能力條件制訂一定的門檻，讓社會的資源能夠真正幫助到需要幫助的受災民眾，特別是在具有補助性的措施上面。
第三，雖然非政府組織參與災變的過程多元而且深入，從政策工具運用的角度來說，資源重疊的狀況屢見不鮮，有些當地組織能做的，大型組織不見得在行，然而政府偏好和全國性的大型組織合作，並未符合當地受災民眾的需求。此外，由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和其他組織所組成的「八八水災服務聯盟」，讓組織間的資源和資訊能夠共享互補的協助災民，然而大多數的組織還是缺乏共同運作的合作平台，這方面也還有待政府未來長期的努力。
就理論回饋而言，回頭檢視Hood (2008: 474-478)所提出政治、機構、以及傳統三個政策工具類型的宏觀研究途徑，在本文政策個案當中，行政院迫於緊急應變政治氛圍與社會輿情所建構出來的任務型組織「重建推動委員會」，積極和非政府組織進行協力合作興建省時、低成本的永久屋，力求有彈性、有效率、有效能(Levine et al., 1990; Birkland, 2005: 177)的達成長期安置之政策目標。反諷的是這項政策方案並沒有得到受災原住民同胞的肯定，顯示出政策方案可供選擇的程度並不足夠，後續的課責也沒有完整的機制可資檢討精進行政作為。就這個觀點來說，Salamon (2001)、Kettl (2001)、Howlett and Ramesh (2003)所認為有些屬於「新治理」(new governance)概念的工具雖然並不是那麼新穎，但比較特別的是，愈多愈多政策方案的推動或公共服務的提供是將私部門與非營利組織協力合作的真實內涵融入於政策的形成和執行(Peters, 2005: 78-82)。儘管這些政策工具有些還是很傳統的政策工具，但隨著政府官員願意和利害相關的個人、組織和團體進行溝通協調，過去行之有年強制或契約性質的政策工具在公民社會(civic society)裡面已經逐漸失去以往的重要性。使用混合性政策工具以達成多元的政策目標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揆諸於有限的政策資源，仰賴私部門和非政府組織遞送公共服務，不僅能提高政策的正當性，也更能有助於政府部門在公民社會行政效率與效能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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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y of the Typhoon Marokat: A Policy Instrument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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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ing and package software MAXQDA, the authors explore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what kind of policy instruments the government conducted; and what kind of elements may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s choices of policy instruments.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the government’s policy instruments mainly focus on mixed and coercive instruments before the Typhoon, and transformed to coercive instruments and voluntary instrum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yphoon. Coercive instruments focus on standard setting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and the way it operates transforms from local decision-making and central support in the mid-disaster period to central planning and local implementation. Restric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lawmaking regulation and public financing, local governments pay efforts to continuing ac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where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cides bases and constructions of permanent houses. In addition to policy tools, major essential elements influencing the government’s choices of policy instruments include the personal factor, target groups,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y instruments, timing, politics factors, and the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 The analys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mass media play pivotal role during the period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The Disaster Emergency Measure Center of the Executive Yuan and th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Committee are essential. While th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Committee is empowered more power, influences of agency relationship are less important.
Keywords: Coercive Instrument; Marokat Typhoon; Mixed Instrument; Policy Instrument; Policy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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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預防」是指在危機發生前採取相應措施和提高危機應對與運作能力；「應對」是指在危機發生時採取行動搶救人員，避免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恢復」是指要恢復生活支援體系和基礎設施服務系統；而「減災」則是要採取措施降低未來危機的影響，減輕危機的後果，預防未來危機的發生。這樣的防災四階段論和美國聯邦政府緊急事務管理總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所定義預期或防範可能發生災害的危機管理，同樣都有積極的意義。


�Sinha (2008)的短期重建階段是指災害發生後的一天到數週，主要是恢復水電、衛生、以及電信等公共設施和軟硬體設施。中期重建階段是發生數週到數個月，主要在確保恢復日常生活行動，目標是提出重建計畫、提供臨時住宅、公共事業、醫院、以及恢復社區功能。而長期重建階段則是數個月到數年，主要目標在於改善各項防災建設和相關防災教育、以及永久住宅的興建和生活的重建(戴政安等人，2011: 144-145)。


�相關的文獻請參閱丘昌泰(2000)，黃榮村(2000，2009)，江大樹、廖俊松主編(2001)，張隆盛(2001)，喻肇青(2002)，邵佩君(2003)，鍾起岱(2003)，吳杰潁、曾志雄(2006)，江大樹(2009)，吳崑茂(2009)，林英彥(2009)等等。


�2009年8月4日，11號熱帶性低氣壓強度增強，轉為輕度颱風，由位於日本之世界氣象組織之區域專業氣象中心命名為莫拉克颱風(Typhoon Morakot)，國際編號為0809。莫拉克名稱的由來，是由世界氣象組織之區域專業氣象中心負責依排定順序命名，為2002年時泰國所提供，原意為綠寶石(陳茂南，2010：30)。


�政府在事後的檢討也有很多，對於為什麼一個中度颱風會造成如此嚴重災害的社會疑慮，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曾經在2009年8月18日邀集專家學者，召開「莫拉克風災水土保持專案小組會議」探討災害發生的原因，主要原因有三：(1)全區域高強度長延時降雨�，超過 200年降雨重現期，造成中、南部及南台東地區嚴重災害。(2)堰塞湖潰決影響，豪雨造成南部山區多處大型崩塌，崩塌之土體甚至形成堰塞湖。堰塞湖潰決觸發在河道堆積之土體隨洪水宣洩而下，其中之巨礫撞擊力及大量宣洩而下的水流，導致河道兩岸嚴重沖刷，亦或堆積而抬高溪床造成下游河道溢流，甚至有埋村的事情發生。(3)複合型災害同步發生，災害的型態從過去單純為洪水或土砂災害，轉變為崩塌、洪水、堰塞湖的形成，並因為水、砂、土、石的混合流動，形成河道嚴重淤積或沖刷河道，水、砂混合型災害等現象(陳振宇，2009：51-52)。


�余致力等人(2008: 15-17)認為，O’Hare (1989)雖然是以直接介入和間接介入以及金錢和其他做為八種政策工具的分類標準，但他們指出，以「提供標的團體金錢、財貨或服務vs. 要求或期許標的團體改變行為」可能更為貼切。


�他們所謂的NATO是指nodality, authority, treasure, organization。與此相似的觀點還有Etzioni (1964: 59)認為控制(control)就是一種權力(power)(Gross and Etzioni, 1985: 108)，所以Etzioni (1975: 5)是以在上位的權力控制，將政策工具歸類成為強制性(coercive)、補償性(remunerative)、以及規範性(normative)，而所謂規範性主要還包括說服的(persuasive)、操縱性(manipulative)、以及建議性(suggestive)的工具。Etzioni (1964, 1975)的歸類觀點，後來被許多學者陸陸續續所採用。


�對於經濟手段或財經政策的政策工具，Kirschen et al. (1964)羅列出總數高達63個的具體政策措施作為。


�原文如下：…policy instruments are rarely selected on the basis of implement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Different policy fields tend to show a preference for their own 'favourite' types of policy instruments (Bressers, 1998 : 85). ……All sorts of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aspects can influence the choice of instruments (Bressers, 1998 : 85).


�筆者以英文進行編號，中央政府以「C」表示，地方政府以「L」表示，災民代表以「R」表示，非政府組織以「N」表示，專家學者與媒體則都是以「S」表示。此外並依據訪談順序排列，例如C1代表是第一位受訪的中央政府官員，N2是非政府組織的第二位受訪者，其他以此類推。


�他們的發言內容包括: 「這次永久屋的興建很多是慈濟、世展會、紅十字會等這些機關他們是免費，政府找地，很多都是台糖的地」(C1)；「慈濟是在莫拉克風災後第一個跑出來說興建永久屋」(N1)；「我們從災害到現在都是紅十字會在幫我們處理一些，像是我們這邊組合屋入住全部都是他們來安置的」(R2)。


�相關的對話像是例如: 「證嚴上人就打來，就是有跟行政院劉兆玄院長，跟他講說既然我們要幫災民蓋房子給他們，那何不就蓋永久性的住宅呢。……，然後有沒有可能政府提供土地，然後民間提資金，幫他的蓋一個所謂的永久屋」(地方政府L1)，「因為慈濟的林碧玉副總，他從九二一的階段裡面就跟劉兆玄，當時的行政院院長，等於是說他們就有一個私交，所以很快速的，拍板敲定，就不要再採行組合屋的安置策略，然後直接進入永久屋」(學者專家S3)，「楊秋興縣長主動的善意表達我們就很高興，他也能夠認同什麼叫永久屋」(非政府組織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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